
* 本研究的初始想法曾与李煜共同讨论，在此致谢。本文初稿曾在第六届世界中国学论坛( 2015 年) 、

第二届栗林论坛( 2016 年) 、第十九届世界社会学大会( 2018 年) 、中国社会科学论坛( 2019 年) 等会

议上报告，感谢与会专家的评议。感谢匿名审稿人对本文提出的宝贵意见和建议。文责自负。

从收入到资产:

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及其变迁*

———以 1991 － 2013 年的上海为例

李 骏

提要: 阶层认同研究近年来受到学界关注，但一直缺乏长时段的变迁分

析。本文利用上海市 1991、1996、2005、2008、2013 年五次社会调查数据，

“全景式”地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阶层认同及其决定模式的时代变迁。

研究发现，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人们的主观社会地位经历了从

“一切向钱看”向教育、职业、收入“多元决定”的良性转变; 但后十年却进入

了新的主要以资产( 收入和住房) 来决定的时代。与此同时，社会平均的主

观社会地位历年来也逐渐下降。城市社会变迁的阶段性特点决定了阶层认

同的上述变迁，资产不平等日益走强这一宏观的经济与社会变迁特征已经

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主观意识。

关键词: 阶层认同 主观社会地位 资产 上海

一、阶层认同研究的起源、衰落与复兴

众所周知，马克思在关于“自在阶级”( class-in-itself) 与“自为阶级”( class-for-

itself) 的论述中最先发展出了“阶级意识”( class consciousness) 的概念。马克思指

出，一个以社会群体形式存在的自在阶级，只有通过一个历史的、认知的和实践的

觉悟化过程，才能产生阶级意识，才能转变为自为阶级，通过一致的集体行动争取

共同的阶级利益。因此，“阶级意识”的核心含义是指一个阶级作为一个集体对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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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阶级地位和利益的觉悟，米尔斯( 2006) 据此从三个方面界定了“阶级意识”:

( 1) 对本阶级利益的认识和认同; ( 2) 对其他阶级利益的认识及反对; ( 3) 对运用集

体政治手段达到集体政治目的以实现自我利益的认识及与此相关的行动准备。新

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人物赖特( Wright，1997) 指出，阶级分析存在过程性( processual)

路径和结构性( structural) 路径两种不同取径，它们在“阶级意识”概念上也有所不

同，前者主要围绕阶级认同展开，后者主要围绕阶级利益展开，而阶级认同和阶级

利益既可能相互强化，也可能相互背离。因此，他认为“阶级意识”存在两个维度，

一个是“阶级认同意识”( class identity consciousness) ，一个是“阶级利益意识”

( class interest consciousness) 。更常见的理解是，“阶级认同”的概念层次比“阶级

意识”要低，它只是后者的前提条件或初级阶段( 参见 Rosenberg，1953) 。

“阶级认同”研究与“阶级意识”研究相对分离之后，就与“主观阶层地位”研

究合流了，区别只在于研究者到底是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立场还是韦伯主义的

阶层立场。① 按照杰克曼夫妇( Jackman ＆ Jackman，1973 ) 的定义，“主观阶层地

位”指的是个人对自己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据的位置的感知。后人大多沿用

这一定义。显然，“阶级认同”和“主观阶层地位”研究的共同点都是要分析人们

如何认识自己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不管这种社会阶级或阶层结构是关系性的

还是阶梯性的( Ossowski，1963 ) 。在本文中，笔者沿用国内学者的习惯，称之为

“阶层认同”研究。

阶层认同研究在现代社会科学发展史上有较长的传统，也曾经历过衰落，之

后又开始复 兴。最 早 的 实 证 研 究 可 追 溯 至 坎 特 里 尔 ( Cantril，1943 ) 和 申 特

( Centers，1949) 。他们通过分析美国的抽样调查数据指出，普通民众能够区分

他们的阶级认同或阶级归属，并且是以客观地位为基础的。后人称之为结构

( 地位) 决定论。随后，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的许多研究都发现，客观与主

观阶层地位之间虽然存在联系，但这种联系却比较弱，表现为前者对后者的影响

力和解 释 力 都 比 较 小 ( Jackman ＆ Jackman，1973; 1983 ) 。以 霍 奇 和 唐 启 明

( Hodge ＆ Treiman，1968 ) 为 代 表 的 学 者 主 要 用“地 位 不 一 致”( status

inconsistency) 理论来进行解释，其含义是，同一个人按不同的地位标准来衡量就

拥有不同等级的地位，而这些地位可能是不一致的，于是就对人们的主观阶层定

位造成了扰动。他们对 1964 年的美国社会的研究发现，教育、职业、收入这三个

反映客观地位的常用指标之间的相关性比较低，作者认为，正是这种地位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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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种合流，也与阶级消亡论的出现有密切关系，参见李路路等( 2012) 。



使得阶级认同没有围绕客观阶层结晶化，反映了当时美国社会结构的流动性和

开放性。

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埃文斯、凯利的一系列跨国比较研究发现，不管

是富国还是穷国，不管是英美还是欧洲福利国家，也不管是资本主义还是( 前)

社会主义国家，公众的阶层认同分布都呈现出相似的“中产认同偏好”( middle

class identity bias) 现象( Evans et al．，1992; Kelley ＆ Evans，1995; Evans ＆ Kelley，

2004) 。也就是说，无论各个国家的客观阶层结构如何，每个国家都呈现出中产

阶级认同比例最高的钟形分布形态。他们甚至还发现，在每个国家内部，高、中

低各个阶层也都无一例外地存在“中产认同偏好”。他们主要利用“参照群体”

( reference group) 理论来进行解释，其含义是，人们在衡量自己的阶层地位时，通

常会参照其交往圈中的其他人来进行定位，而交往圈一般具有趋同性或同质性，

所以多数人都认为自己居于中间位置。

对美国社会的研究发现主客观阶层地位联系较弱，跨国研究发现存在普遍

的中产认同偏好，两者相结合，便诞生了主客观地位不一致( 或主观阶层认同偏

离客观阶层结构) 的结论。既然阶层认同是不一致的、偏离客观结构的，那么还

有什么研究价值呢? 阶层认同研究因之衰落。

然而，从 20 世纪后期开始，尤其是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工业化国家的经济

转型、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新兴经济体的出现、收入不平等的全球性扩大等一

系列变化的出现，阶层认同研究出现了一轮复兴。前期的一些重要命题受到了

检验和挑战，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1． 中产认同比例在国家之间出现很大差异，甚至不再是一种主流社会意识。

有学者比较了 1999 年时日本与英国、美国、法国、西德、瑞典( 分别代表了埃斯

平·安德森所说的福利国家类型) 的阶层认同分布，发现日本的中产认同比例

并不高，而且是往低端倾斜的，这与日本国内 1970 年代以来盛行的“高度中产阶

级社会”论调已经相去甚远( Shirahase，2010 ) 。柯蒂斯( Curtis，2013 ) 对 2005 年

15 个国家的比较分析发现，中产阶层认同比例在国家之间已经出现了很大的差

异，并且只有德国和西班牙的中产认同比例超过 40%，很难再说中产认同仍然

是当代西方社会的一种主流社会意识。此外，他还发现，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程度

越高，人们的中产认同比例越低; 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不管现在的经济发展水

平和不平等程度如何，民众的主观地位评价都更低。因此，一个国家的社会政治

经济环境对民众的中产认同有很重要的影响。

2． 虽然美国的阶层认同分布基本不随时间而变化，但并非所有国家都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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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特( Hout，2007) 对美国的长时段研究指出，从 1945 年以来的 60 年间，虽然美

国的经济水平、教育、专业化职位、收入等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但美国人的阶层认

同分布却基本没变。1945 年时，认同自己是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比例分别为

49%和 45% ; 2000 － 2004 年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 44% 和 47% ; 相比之下，认同

自己是下层阶级和上层阶级的比例一直都很小。韩国 1997 年经历了亚洲金融

危机前后，中产认同比例从 1996 年的 41%聚降至 28% ( Nam，2013) 。研究者认

为，经济危机减少了中产阶层的工作机会和工作收入，因而不可避免地降低了人

们对自身阶层地位的主观评价。

3． 虽然阶层认同的“多元决定”模式在许多国家都曾存在，但它并不是一成

不变的。霍奇和唐启明( Hodge ＆ Treiman，1968) 对美国的研究最早发现了阶层

认同的“多元决定”模式，也就是说，教育、职业、收入同时决定了人们的阶层认

同高低，即使是在控制了其他个体因素的影响之后也是如此。凯利和埃文斯

( Kelley ＆ Evans，1995) 对 1987 － 1988 年 ISSP 调查数据的分析再次证实，美国、

英国、澳大利亚、德国等西方国家的阶层认同都存在这种“多元决定”模式。豪

特( Hout，2007) 对美国的研究发现，半个多世纪以来，“多元决定”模式始终得以

维持，但教育和职业的影响力下降，收入的影响力上升。他认为，公共物品提供

的私人化和就业方式的非稳定化是两个可能的原因。日本的阶层认同决定模式

甚至发生过较大的时期变化: 在 20 世纪 70 年代的高速经济增长时期，教育、职

业、收入对阶层认同几乎都没有什么影响; 到了 20 世纪 80 年代的经济缓慢增长

时期，决定阶层认同的只有收入; 及至 20 世纪 90 年代的经济停滞期，才出现了

像美国 那 样 的“多 元 决 定”模 式 ( Kikkawa，2000 ) 。吉 川 和 藤 原 ( Kikkawa ＆

Fujihara，2012) 从更长的历史时期(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至 2010 年) 对日美两国

做了比较研究，一方面再次证实了日本的阶层认同决定模式经历了三个阶段的

变化，另一方面也发现了教育、职业、收入的影响在两国都随历史时期而变化。

4． 个人的客观地位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受到宏观经济社会情境或制度因素的

调节。安德森和柯蒂斯( Andersen ＆ Curtis，2012) 对 44 个国家、柯蒂斯( Curtis，

2013) 对 15 个国家的跨国比较研究均发现，虽然在每个国家都能观察到个人收

入对阶层认同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在收入不平等程度越高的国家却越大。他们

的解释是，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上升使人们能更加清楚地看到阶级差别，因而能在

主观意识上更加有效地进行阶级区分。前一项研究还发现，不管社会的收入不

平等程度如何，富人都能清楚地将自己归于社会上层; 而社会越不平等，穷人将

自己归于社会下层的可能性越大。林德曼和萨尔 ( Lindemann ＆ Saar，2014 )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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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个欧洲国家的比较研究也发现，收入、教育和职业对阶层认同的影响也都随

经济发展水平、职业和教育结构状况而变化。

阶层认同研究在上述四个方面的反思与深入，其实都在强调社会环境或社

会变迁的重要性。二战后至 20 世纪末之前的那些所谓“类似的”“不变的”发

现，其实都可能是由当时西方工业化国家的“超稳定”或“亚稳定”社会经济形态

所决定的。而一旦社会发生重大变化，“差异性”和“变化性”就显露出来了。那

么，用几十年时间完成了西方花费几百年时间进行现代化进程的中国，在阶层认

同及其变迁上又具有怎样的特点呢?

二、中国阶层认同的相似性与独特性

国内最早对阶层认同进行实证研究的是卢汉龙和边燕杰( 卢汉龙，1996; 边

燕杰、卢汉龙，2002) 。他们发现，在 1991 年时的上海，人们有阶层化差别但无阶

层化意识。随后，刘欣( 2001) 对 1996 年武汉城市居民的调查却发现，约有四分

之三的受访者认为人们可以按照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分为不同的阶层，因此是

有阶层意识的。李春玲( 2003) 也根据 1995 － 2000 年在若干省市的访谈资料分

析认为，当时人们已经明确感知到社会结构是等级分化的。

刘欣( 2001) 、赵延东( 2005) 、李培林( 2005) 、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人

民内部矛盾研究”课题组( 2004) 以及张翼( 2011) 在将中国的阶层认同分布与其

他国家进行比较时，都发现并提出了中国人的阶层认同“向下偏移”的命题。其

含义是，与其他国家作横向比较，中国城市居民认同中间层的比例偏低，而认同

中等偏下层的比例却偏高。然而，从中层认同的比例来看，不管是刘欣报告的

47. 3%，还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课题组报告的 46. 9%，或是张翼报告的 40. 3% －
41. 0%，其实都高于上层和下层的认同比例。也就是说，中国人的阶层认同也呈

现出钟形分布的形态，这与其他国家的典型情况并无二致。至于中国的中层认

同比例低于其他国家，其实也并非孤例，因为国家之间在中层认同比例上存在差

异在世界范围内乃是一个正常现象。按照已有研究的启示，经济发展水平会提

升一个国家民众的平均主观阶层地位，而收入不平等程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经历

则会起拉低作用。因此，中国的中层认同比例低于其他国家，既可能由于当时的

经济发展水平低于其他国家，也可能是因为收入不平等上升过快，还可能与中国

坚持社会主义制度有关。因此，笔者认为，仅从某个时点上来看，中国的阶层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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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分布其实并没有“向下偏移”，而是与其他国家一样“向中偏移”( 即“中产认同

偏好”) 。韩钰、仇立平( 2015) 也指出了这一点，他们称之为“趋中性”。

然而，中国人的阶层认同确实也出现了某种独特性，冯仕政、高勇、陈光金等

人的研究也发现了历时比较中地位层级认同“向下偏移”的趋势。① 也就是说，

认同下层或中下层的比例呈现快速的、持续的上升趋势。冯仕政( 2011 ) 发现，

从 2003 年到 2006 年，认同“中下层”和“下层”的比例增加了十多个百分点。高

勇( 2013) 发现，以 2001 年到 2005 年，认同最下面三层的比例增加了二十多个百

分点。陈光金( 2013) 也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认同结构在 2001 － 2006 年期间

有明显下沉的趋势。高勇( 2013) 还指出，如果将 1991 年以来的调查数据放在一

起比较，纵向的“向下偏移”趋势早就发生了。②

怎么解释中国阶层认同的相似性与独特性? 刘欣( 2002) 最早提出了“相对

剥夺论”，他认为，当人们处于相对剥夺地位时，无论其占据的客观分层地位是

高还是低，都会倾向于作出社会不平等的判断。在这之后，学者们又提出了“认

同碎片论”“生存焦虑论”“参照系变动论”三种解释。

李培林( 2005) 的“认同碎片论”认为，受生活方式的个体主义化、社会身份

认同的断裂化和主观阶层意识的碎片化影响，主观阶层认同和客观阶层地位之

间的距离会越来越大。王春光、李炜( 2002) 也指出，阶层的客观实在与主观建

构之所以存在较大的不一致，是因为它们还通过具体的社会情景和不同的参照

群体发生作用。翁定军( 2010) 也发现，公平感等心理因素具有分解来自客观社

会位置影响的作用，从而导致人们的阶级意识呈现“碎片化”特征。陈光金

( 2013) 的“生存焦虑论”认为，具有中国特色的情势和因素会阻碍或威胁人们的

上升发展，造成一种普遍焦虑的社会情绪，从而使人们倾向于低估自身的社会经

济地位。高勇( 2013) 的“参照系变动论”同时挑战了“相对剥夺论”和“认同碎

片论”。一方面，他认为“相对剥夺论”过多地将关注点放在了具体“参照点”的

改变上，忽略了中国转型背景下社会地位认同的整体“参照系”的改变。另一方

面，他认为“认同碎片论”对地位层级认同的变化方向有误判，实际上，地位层级

认同并非逐渐脱离客观基础，而是更强烈地受到市场要素的影响。他的实证分

析发现，中国城镇社会整体的地位“参照系”已经从单位类型( 或社会归属) 转换

为收入等市场机遇的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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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田丰( 2017) 也发现，农民工的自评社会地位在 2006 － 2015 年间有下降趋势。
由于各项调查数据所代表的研究总体并不一致，这种纵向比较的结论需谨慎对待。



仔细阅读上述学者的论述会发现，虽然他们用不同的方式表达了不同的观

点，但也存在共性，都强调社会变迁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刘欣( 2002 ) 其实非常

强调他的“相对剥夺论”是一种“动态”模型，然而，他的数据分析却是“静态”的，

并没有“使用不同时点的资料，或者在自变量中使用被调查者历时性的资料”。

同样，李培林( 2005 ) 也是根据一个时点的数据分析提出了趋势预判。近几年

来，类似的横截面数据分析还在不断涌现( 例如李飞，2013; 吴琼，2014; 于铁山，

2015) ，只有上文提到的少数研究使用不同时点的数据比较了阶层认同决定因素

的变化。① 最近，陈云松和范晓光合作的两项研究再次强调了纵贯分析的重要

性，虽然关于阶层地位认同偏差的研究并没有给出决定因素在不同时期有所变

化的实质性证据( 范晓光、陈云松，2015) ，但关于阶层自我定位的研究在某种程

度上弥补了这一不足( 陈云松、范晓光，2016) 。

三、社会变迁与阶层认同

通过对比中西方阶层认同研究的文献脉络，笔者认为，之前国内学者多次发

现的主客观地位不一致或联系弱，其实是一个世界性的普遍现象，并不值得惊

讶，更不应该就此将阶层认同研究导向无意义论或不可知论。相反，应该重点研

究客观地位的各个侧面或各种标准对主观阶层评价的影响如何随时间而变化，

借此分析和揭示其背后所潜藏的社会变迁或社会分层机制变化，这样才能真正

凸显阶层认同研究的意义。这种阶层认同研究思路，其实是中西方学者所具有

的共识，可称为“变迁决定论”。

遗憾的是，虽然国内少数研究使用了不同时点的数据比较，但在时间跨度上

却都是“片断式”的( 集中于最近一个时期) ，而没有提供长时段的“全景式”分

析。② 考虑到中国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的阶段式特征( 这曾是中国社会学界的

一个重要分析框架) ，基于长时段数据的完整、系统的比较分析显然是更为合理

的，能够更好地回答中国人的阶层认同“从哪儿来、向哪儿去”这一基本问题。

那么，中国城市的哪些社会变迁对阶层认同具有重要意义? 张海东、杨城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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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此外，李汉林( 2012) 也对相对剥夺感及其决定因素做了时期比较。
冯仕政( 2011) 使用的是 2003 － 2006 年数据，高勇( 2013) 使用的是 2001 － 2005 年数据，

陈光金( 2013) 使用的是 2001 － 2011 年数据，陈云松、范晓光( 2016) 使用的是 2003 － 2013
年数据。



( 2017) 提出了类似的问题: “有没有更加适合中国社会阶层身份建构和阶层认

同的直接与客观的指标?”他们找到的答案是住房，认为从住房入手可以为阶层

认同研究提供新的分析和解释框架。笔者也认为，应该超越长期以来只用教育、

职业、收入来测量客观地位的传统，引入住房并考察它对阶层认同的影响，这主

要出于以下三个原因。

第一，众所周知，韦伯的“地位三分法”，除权力和声望外，强调的是财产而

不仅仅是收入。因为，收入并不是财产的全部，甚至很可能只占财产的一小部

分。近年来，国内几个研究团队正试图弥补我国财产分层研究的不足，发现房产

对财产不平等的贡献占据绝对主导地位，尤其是在城市之中( 甘犁等，2012; 李实

等，2013; 谢宇等，2014; Xie ＆ Jin，2015 ) 。因此，本研究用住房来作为财产的代

理变量。第二，近年来，结合西方“住房阶级”理论( 参见李骏，2013 ) ，国内对基

于住房财产占有关系的社会阶层结构的关注和讨论逐渐升温( 李强，2009; 李强、

王美琴，2009; 李斌、王凯，2010; 李骏，2017; 刘祖云、毛小平，2012; 芦恒，2014 ) 。

一些学者更是不约而同地强调，中国城市住房体制的转变对不平等的影响不仅

仅是维系并强化了原有的住房不平等，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种新的基于财产或

住房权利的分层秩序。所以，住房作为一种分层指标乃至分层机制的重要性亟

需加以重视。第三，一些研究已经发现，住房产权、住房品质和住房的“符号化

区隔”对阶层认同具有显著影响 ( 张文宏、刘琳，2013; 张海东、杨城晨，2017 ) ，

“住房阶层”甚至比经典的职业阶层分类体系更有力地解释了人们的幸福感与

公平感差异( 李骏，2017) 。

引入住房的目的不仅是为了考察它的独立影响，更是为了比较教育、职业、

收入、住房这些指标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如何随时间而变化。遗憾的是，上述研究

并没有做到这一点。除此之外，作为社会变迁研究，还应直接考察宏观经济社会

因素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国外前沿研究正是聚焦于国家层次的宏观变量，主要

检验了经济发展和收入不平等对阶层认同的影响 ( Anderson ＆ Curtis，2012;

Curtis，2013; Lindemann ＆ Saar，2014 ) ，但都严重依赖横截面数据的跨国比较。

国内学者陈云松、范晓光( 2016) 虽然使用时间跨度有限的纵向数据考察了经济

发展和收入不平等对阶层认同的影响，但正如他们所承认的，其研究局限之一就

是未将城市产权住房等在当代中国具有典型意义的新指标纳入模型。此外，国

内外的这些最新研究都还有一个不足，就是没有直接检验与住房直接相关的宏

观经济社会变迁对阶层认同的影响。因此，本文将在考虑经济发展影响的基础

上，分析住房价格上涨和财产性收入不平等扩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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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数据、分析与发现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上海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 1991、1996、2005、
2008、2013 年在上海市进行的入户抽样调查。这些调查采用了相似的随机抽样

程序( 由居委会到家庭户再到受访者) ，都对市区常住人口具有代表性，都能满

足本研究的基本变量需求。① 如此跨越上世纪末至本世纪初的长时段重复横截

面调查数据，在中国社会学界是很难得的，这是本研究用它来分析社会变迁与阶

层认同的最大优势。但它也并非十全十美，由于历年调查未对受访者的工作状

态作统一要求，导致历年数据中不工作者比例有较大波动。鉴于此，本研究只分

析 18 － 60 岁的工作人口样本，以尽量避免样本结构变化对数据结果的扰动。②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阶层认同，即受访者在主观上将自己归于社会阶层的哪

一个层级。对此，五次调查的提问方式基本相同，但选项设置略有不同。1991

年调查的选项为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上层、说不清，选择“说不清”的比

例很低，作缺失处理，其他选项依次编码为 1 － 5。1996 年调查的选项为下下、

下、中下、中、中上、上、不知道，选择“不知道”的比例很低，作缺失处理，选择“下

下”和“下”的比例很低，合并处理，其他选项依次编码为 1 － 5。2005 和 2008 年

调查的选项为 1 － 10，可将相邻选项合并处理，③依次编码为 1 － 5。2013 年调查

的选项为下层、中下层、中层、中上层、上层，依次编码为 1 － 5。可见，历年调查

的选项还是可以大致对应处理为 1 － 5，对本文的主要分析任务并不构成大碍。

如前所述，受访者的客观地位用教育、职业、收入、住房分别进行测量。在本

研究中，教育变量为受教育年限，是连续变量。职业变量分为五类: 农业和产业

工人、商业服务业人员、办公或办事人员、专业技术人员、管理者或负责人。收入

变量是对受访者的月收入取对数，并按统计局发布的历年消费价格指数( CPI)

作了通货膨胀处理。本研究分别使用了三个住房变量: ( 1) 家庭住房产权，这是

一个二分变量( 1 = 有产权) ; ( 2)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这是一个连续变量; ( 3 ) 结

合前两个变量的信息重新构建一个住房地位变量，将受访者划为六类，包括无产

权者和人均住房面积处于最低组、中下组、中组、中上组、上组的有产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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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各年份调查的简要介绍、问卷及相关论文成果参见李骏、朱妍( 2018) 。
本文使用全样本得到的数据结果基本相似，但考虑到正文中所述原因，最终选择呈现工

作人口样本的数据结果。
例如 1 与 2 合并为 1，依次类推，类似的处理可参见陈云松、范晓光( 2016) 。



个人变量还有六个，分别为性别( 1 = 男性) 、年龄、是否曾经结婚( 1 = 是) 、

是否为外地户籍( 1 = 是) 、是否为中共党员( 1 = 是) 、单位所有制类型( 1 = 私有

制单位) 。宏观变量有三个: 一是用于测量现代化或经济发展的人均 GDP 增长

率，根据《上海统计年鉴》公布的当年人均 GDP 和上年人均 GDP 计算得到; 二是

住宅商品房平均销售价格，来自历年《上海统计年鉴》; 三是财产性收入差距，根

据历年《上海统计年鉴》报告的最高收入户与最低收入户的财产性收入计算倍

数。所有自变量的描述统计见表 1( 某些变量在某些年份有缺失) 。

表 1 历年数据的描述统计( 上海，1991 －2013 年)

1991 1996 2005 2008 2013

个人变量

教育( 年数)
11. 31
( 2. 73)

11. 90
( 2. 58)

12. 30
( 2. 41)

12. 34
( 2. 67)

13. 49
( 2. 59)

职业

农业和产业工人 45. 83 37. 13 45. 37 24. 05 28. 40
商业服务业人员 15. 57 18. 08 7. 52 35. 40 13. 26
办公或办事人员 9. 71 16. 94 21. 36 16. 34 29. 29
专业技术人员 24. 78 24. 76 19. 25 16. 19 13. 75
管理者或负责人 4. 11 3. 09 6. 51 8. 02 15. 30

收入( 元)
230. 40

( 74. 28)
1132. 04

( 767. 46)
1946. 84

( 1797. 24)
2958. 71

( 2511. 20)
4335. 92

( 2781. 19)

单位为私有制单位
0. 03

( 0. 16)
0. 20

( 0. 40)
—

0. 49
( 0. 50)

0. 59
( 0. 49)

家庭人均住房面积( 平方米) —
7. 69

( 4. 82)
19. 73

( 34. 69)
21. 46

( 13. 34)
27. 20

( 22. 02)

有家庭住房产权
0. 19

( 0. 39)
—

0. 51
( 0. 50)

0. 56
( 0. 50)

0. 72
( 0. 45)

是中共党员
0. 15

( 0. 36)
— —

0. 14
( 0. 35)

0. 11
( 0. 32)

是外地户籍
0. 16

( 0. 37)
— —

0. 14
( 0. 35)

0. 22
( 0. 42)

曾经结婚
0. 85

( 0. 36)
0. 89

( 0. 31)
0. 81

( 0. 39)
0. 76

( 0. 43)
0. 75

( 0. 43)

男性
0. 54

( 0. 50)
0. 53

( 0. 50)
0. 61

( 0. 49)
0. 55

( 0. 50)
0. 54

( 0. 50)

年龄( 岁)
38. 50．
( 9. 43)

39. 76．
( 8. 53)

42. 94
( 10. 53)

39. 92
( 11. 50)

36. 83
( 10. 25)

宏观变量

人均 GDP 增长率( % ) — — 11. 08 7. 88 6. 58
商品房平均价格( 元 /平方米) — — 6698 8115 16192
财产性收入差距( 倍) — — 13. 4 9. 5 21. 4
样本量 803 614 1091 661 1229

注: 括号内的数字为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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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各年份的阶层认同变量都处理成从低到高的五层后，得到阶层认同分布

的历时变迁见图 1。该图显示，从 20 世纪 90 年代到 21 世纪初期，上海居民的主

观阶层地位评价呈逐步下降趋势。虽然下层认同比例起伏不定，但若将中下层

认同比例合并计算，则 1991 － 2013 年的持中下层认同的比例依次为 42%、50%、
50%、49%、54%。图 1 中也添加了历年阶层认同均值线，总体来看也是在下降。

这与以往学者用全国数据发现的“向下偏移”趋势相吻合。

图 1 阶层认同分布的变迁( 上海，1991 －2013 年)

将阶层认同作为因变量，在各年数据中对教育、职业、收入、住房等客观地位

或分层变量以及其他控制变量作常规最小二乘( OLS) 回归，得到的结果见表 2。

定序变量可以近似看作连续变量，所以表中分别用 OLS 模型和定序 logit 模型进

行估计，但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为了解释上的方便，也为了后续的数据分析模

型保持连贯，将用 OLS 模型结果来进行说明。1991 年时，几乎所有的客观地位

都不对人们的阶层认同产生显著影响，整个模型的解释力也只有 5. 5%。① 这与

卢汉龙、边燕杰对 1991 年上海居民无阶层意识的发现相一致。到了 1996 年，收

入开始产生显著的影响，但教育和职业依然没有影响。这个时期，由于市场经济

的合法性得到政府确认，一时之间“全民经商”和“下海”大潮涌现，社会上普遍

奉行“一切向钱看”的价值观念，使得经济收入的重要性远胜一切。与此同时，

虽然 20 世纪 80 年代一度盛行的“脑体倒挂”现象得到了转变( 李强，1996 ) ，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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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1991 年模型的解释力低可能与缺乏住房面积变量有关。但是，若在 1996 年模型中也排

除住房面积变量，其解释力仍然高达 30. 9%。因此，1991 年模型的解释力很可能的确

偏低。



教育对收入的回报作用尚未充分显现，而职业的收入回报在体制内外、单位之间

也仍然存在很大差别。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收入吞噬了教育和职业的影响，单一

性地主导了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评价。无独有偶，在 20 世纪 80 年代的日本，菊

川( Kikkawa，2000) 也曾经观察到了同样的现象。这说明虽然中日两国在制度上

存在差异，但在金钱至上和拜金主义时代，阶层认同的决定模式却十分相似。

表 2 分年数据的 OLS 模型和定序 logit 模型( 上海，1991 －2013 年)

1991 1996 2005 2008 2013

OLS 模型

教育( 年数)
0. 024 +

( 0. 013)

0. 020
( 0. 013)

0. 031*

( 0. 012)

0. 022
( 0. 016)

0. 012
( 0. 011)

职业( 农业和产业工人为参照)

商业服务业人员
0. 078

( 0. 087)
－ 0. 065
( 0. 085)

0. 331＊＊＊

( 0. 093)

0. 108
( 0. 088)

0. 055
( 0. 071)

办公或办事人员
0. 177

( 0. 109)
－ 0. 019
( 0. 091)

0. 209＊＊＊

( 0. 062)

0. 059
( 0. 108)

0. 160*

( 0. 062)

专业技术人员
0. 185*

( 0. 086)

0. 114
( 0. 082)

0. 168*

( 0. 069)
0. 195 +

( 0. 112)
0. 138 +

( 0. 076)

管理者或负责人
0. 195

( 0. 163)
0. 019

( 0. 175)
0. 454＊＊＊

( 0. 100)

0. 101
( 0. 145)

0. 161*

( 0. 073)

收入( 对数)
0. 116

( 0. 101)
0. 764＊＊＊

( 0. 061)
0. 532＊＊＊

( 0. 041)
0. 611＊＊＊

( 0. 063)
0. 473＊＊＊

( 0. 047)

住房面积 －
0. 001

( 0. 006)
0. 001 +

( 0. 001)
0. 005*

( 0. 003)
0. 003＊＊

( 0. 001)

住房产权
－ 0. 077
( 0. 076)

－
0. 024

( 0. 044)
0. 202＊＊

( 0. 067)
0. 375＊＊＊

( 0. 063)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055 0. 309 0. 312 0. 295 0. 203

样本量 803 614 1091 661 1229

定序 logit 模型

教育( 年数)
0. 050 +

( 0. 029)

0. 050
( 0. 037)

0. 087＊＊

( 0. 033)

0. 044
( 0. 038)

0. 024
( 0. 028)

职业( 农业和产业工人为参照)

商业服务业人员
0. 170

( 0. 198)
－ 0. 188
( 0. 234)

0. 827＊＊＊

( 0. 250)

0. 238
( 0. 208)

0. 175
( 0. 186)

办公或办事人员
0. 400

( 0. 250)
－ 0. 091
( 0. 253)

0. 484＊＊

( 0. 170)

0. 047
( 0. 256)

0. 457＊＊

( 0. 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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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1991 1996 2005 2008 2013

专业技术人员
0. 381 +

( 0. 198)

0. 346
( 0. 229)

0. 370*

( 0. 186)
0. 447 +

( 0. 269)
0. 363 +

( 0. 197)

管理者或负责人
0. 428

( 0. 368)
－ 0. 007
( 0. 507)

1. 128＊＊＊

( 0. 278)

0. 230
( 0. 342)

0. 381*

( 0. 192)

收入( 对数)
0. 261

( 0. 230)
2. 307＊＊＊

( 0. 207)
1. 517＊＊＊

( 0. 125)
1. 555＊＊＊

( 0. 165)
1. 329＊＊＊

( 0. 138)

住房面积 －
－ 0. 004
( 0. 018)

0. 004*

( 0. 002)
0. 014*

( 0. 006)
0. 008＊＊

( 0. 003)

住房产权
－ 0. 137
( 0. 174)

－
0. 066

( 0. 121)
0. 460＊＊

( 0. 161)
0. 992＊＊＊

( 0. 16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截点 1 － 0. 854 15. 537＊＊＊ 10. 023＊＊＊ 10. 407＊＊＊ 9. 657＊＊＊

截点 2 0. 936 17. 614＊＊＊ 12. 634＊＊＊ 12. 350＊＊＊ 12. 141＊＊＊

截点 3 3. 547＊＊ 21. 165＊＊＊ 15. 268＊＊＊ 14. 815＊＊＊ 14. 687＊＊＊

截点 4 5. 986＊＊＊ 23. 955＊＊＊ 19. 101＊＊＊ 19. 772＊＊＊ 18. 791＊＊＊

伪 R2 0. 021 0. 156 0. 151 0. 136 0. 096

样本量 803 614 1091 661 1229

注: ( 1) 各年份控制变量如表 1 所示，限于篇幅，未显示控制变量的回归系数。( 2) 表中报告的是非标

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3) + P ＜ 0. 1，*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只有在 2005 年时，这三个常用的分层指标才同时对阶层认同产生显著的影

响，才出现了在 20 世纪 60 年代以来的美国、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日本以及多

数现代化国家都存在的“多元决定”模式。换言之，教育、职业地位或收入的提

高，都会提高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这一时期的另一个重要变化是: 反映住房阶

层地位的指标( 主要是住房面积) 也开始发挥对阶层认同的显著影响，而在这之

前，住房面积或住房产权是不重要的( 1991 年和 1996 年模型中不显著) 。然而，

到了 2008 年和 2013 年，上海居民在此之前好不容易才建立起来的阶层认同“多

元决定”模式，却又逐渐崩塌了。2008 年时，教育和职业的影响都不再显著。
2013 年时，虽然职业的影响有所恢复———白领比农业和产业工人的主观阶层地

位更高，但教育的影响仍然不显著。将教育处理为四分类变量的补充分析显示，

相对于小学组，2008 年时高中和大学组的主观阶层地位仍有较高的迹象( 在 0. 1

的水平上显著) ，但到 2013 年时这种边际显著性已然消失。

与教育、职业的影响逐渐式微这一变化过程明显不同的是，收入和住房对阶

层认同的影响力却一直很强韧。如果比较其对应的系数从 2005 年到 2008 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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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化，甚至还能看出加强趋势。为了更直观一些，笔者将职业、住房都处理为像

教育、收入一样的近似连续变量，①用完全一致的模型设定重新对 2005 － 2013

年的数据分别建立回归模型，并计算出这四个变量的标准化回归系数和净判定

系数 ΔR2，结果见表 3。② 两个指标都显示，教育对人们主观阶层地位的影响，经

历了一个先平稳后下降的过程; 职业的影响，经历了一个先下降后上升的过程;

但不管如何，两者在 2013 年的影响都已经远不如在 2005 年的影响，并最终在与

收入和住房影响的较量中处于微不足道的地位。同时，收入对人们主观阶层地

位的影响虽然经历了连续的下滑，但始终保持主导性地位。与收入影响下滑趋

势相反的是，住房对人们主观阶层地位的影响却在稳步上升。上述变化趋势汇

总到一起，造就了 2013 年的阶层认同决定格局: 住房的影响力( B 为 0. 247，ΔR2

为 0. 056) 直逼收入( B 为 0. 285，ΔR2 为 0. 068) 位居第二，而教育( B 为 0. 045，

ΔR2 为 0. 001) 和职业( B 为 0. 082，ΔR2 为 0. 005) 的影响力却远远落后。

表 3 分年数据的变量解释力比较( 上海，2005 －2013 年)

2005 2008 2013

B ΔR2 B ΔR2 B ΔR2

教育 0. 071* 0. 003 0. 078 + 0. 005 0. 045 0. 001

职业 0. 126＊＊＊ 0. 010 0. 012 0. 001 0. 082＊＊ 0. 005

收入 0. 433＊＊＊ 0. 122 0. 388＊＊＊ 0. 093 0. 285＊＊＊ 0. 068

住房 0. 026 0. 001 0. 223＊＊＊ 0. 046 0. 247＊＊＊ 0. 056

注: + P ＜ 0. 1，*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对 2005 － 2013 年的合并数据进行分析，继续检验阶层

认同及其影响因素的变迁。笔者先用 OLS 模型考察四个客观地位变量对主观

阶层地位的影响如何随时间而变化。在此模型中，控制年龄后，时间既可以用时

期( 调查年份) 表示，也可以用世代( 出生年份) 表示，但两者无法同时兼顾。因

721

论 文 从收入到资产: 中国城市居民的阶层认同及其变迁

①

②

商业服务业人员与办公或办事人员这两个职业类别的相对地位高低可能并不明确，为此

笔者也尝试过将其处理为同一个级别，但得到的发现和结论基本一致。
将所有变量都处理为连续变量是为了使它们的自由度相同，进而可以比较其标准化回归

系数和净判定系数 ΔR2。由于某些年份调查并未询问受访者的详细工作内容，这里无法

将职业变量转换成国际社会经济地位指数( ISEI) 等标准的连续变量，而只能将五个职业

类别视为由低到高的等级。这里的住房变量是结合住房产权和住房面积两个变量的信

息而构建的，将受访者划为 6 类。



此，在表 4 中，我们先检验随年份的变化( 上半栏) ，再检验随世代的变化( 下半

栏) 。① 模型 1 显示，年份的主效应显著为负，表明受访者平均的主观阶层地位

历年来有所下降; 年龄的主效应显著为负，表明年龄越大主观阶层地位越低; 世

代的主效应显著为正，表明越晚出生的世代主观阶层地位越高。模型 2 控制四

个客观地位变量后发现，年份的主效应仍然显著为负，意味着主观阶层地位的历

时下降趋势稳健; 但年龄和世代的主效应不再显著，意味着不同年龄或不同世代

受访者的差异只不过是由他们的客观地位差异所导致的。至于客观地位变量的

主效应，总体上与经典的结构( 地位) 决定论预期相符。然而，模型 3 － 6 分别加

入四个客观地位变量与年份或世代的交互效应后发现，教育、职业、收入的影响

都有随时间而弱化的迹象，②相反，住房的影响却有随时间而强化的趋势。其

中，教育 × 年份( 世代) 、职业 × 年份、收入 × 年份的交互效应为负向不显著，但

职业 × 世代、收入 × 世代的交互效应为负向显著，并且住房 × 年份( 世代) 的交

互效应为正向显著。

表 4 合并数据的 OLS 模型( 上海，2005 －2013 年) N =2981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年份
－ 0. 082＊＊＊

( 0. 018)
－ 0. 283＊＊＊

( 0. 018)
－ 0. 241＊＊

( 0. 084)
－ 0. 244＊＊＊

( 0. 034)

－ 0. 027
( 0. 176)

－ 0. 410＊＊＊

( 0. 031)

年龄
－ 0. 012＊＊＊

( 0. 002)

－ 0. 003
( 0. 002)

－ 0. 003
( 0. 002)

－ 0. 003
( 0. 002)

－ 0. 003
( 0. 002)

－ 0. 003 +
( 0. 002)

教育
0. 021＊＊

( 0. 007)
0. 028 +

( 0. 015)
0. 021＊＊

( 0. 007)
0. 021＊＊

( 0. 007)
0. 021＊＊

( 0. 007)

职业
0. 050＊＊＊

( 0. 012)
0. 050＊＊＊

( 0. 012)
0. 081＊＊

( 0. 026)
0. 050＊＊＊

( 0. 012)
0. 051＊＊＊

( 0. 012)

收入
0. 520＊＊＊

( 0. 027)
0. 518＊＊＊

( 0. 027)
0. 516＊＊＊

( 0. 027)
0. 591＊＊＊

( 0. 055)
0. 529＊＊＊

( 0. 027)

住房
0. 077＊＊＊

( 0. 008)
0. 076＊＊＊

( 0. 008)
0. 076＊＊＊

( 0. 008)
0. 076＊＊＊

( 0. 008)

－ 0. 012
( 0. 019)

教育 × 年份
－ 0. 003
( 0.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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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笔者也尝试过使用年份和世代虚拟变量，得到的结果基本一致，为了模型简洁起见，仍然

使用线性测量。
这与陈云松、范晓光( 2016) 对 2003 － 2013 年全国数据的研究发现相一致。



续表 4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职业 × 年份
－ 0. 015
( 0. 011)

收入 × 年份
－ 0. 038
( 0. 026)

住房 × 年份
0. 043＊＊＊

( 0. 008)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019 0. 250 0. 250 0. 251 0. 251 0. 257

年份
－ 0. 130＊＊＊

( 0. 021)
－ 0. 295＊＊＊

( 0. 019)
－ 0. 293＊＊＊

( 0. 019)
－ 0. 294＊＊＊

( 0. 019)
－ 0. 294＊＊＊

( 0. 019)
－ 0. 294＊＊＊

( 0. 019)

世代
0. 138＊＊＊

( 0. 019)
0. 034 +

( 0. 017)

0. 075
( 0. 064)

0. 081＊＊

( 0. 028)
0. 477＊＊＊

( 0. 129)

－ 0. 017
( 0. 026)

教育
0. 020＊＊

( 0. 007)
0. 029*

( 0. 015)
0. 021＊＊

( 0. 007)
0. 023＊＊＊

( 0. 007)
0. 019＊＊

( 0. 007)

职业
0. 050＊＊＊

( 0. 012)
0. 050＊＊＊

( 0. 012)
0. 096＊＊＊

( 0. 024)
0. 048＊＊＊

( 0. 012)
0. 051＊＊＊

( 0. 012)

收入
0. 519＊＊＊

( 0. 027)
0. 518＊＊＊

( 0. 027)
0. 516＊＊＊

( 0. 027)
0. 672＊＊＊

( 0. 051)
0. 526＊＊＊

( 0. 027)

住房
0. 077＊＊＊

( 0. 008)
0. 077＊＊＊

( 0. 008)
0. 076＊＊＊

( 0. 008)
0. 074＊＊＊

( 0. 008)
0. 034 +

( 0. 018)

教育 × 世代
－ 0. 003
( 0. 005)

职业 × 世代
－ 0. 019*

( 0. 009)

收入 × 世代
－ 0. 066＊＊＊

( 0. 019)

住房 × 世代
0. 017＊＊

( 0. 006)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R2 0. 023 0. 251 0. 251 0. 252 0. 254 0. 253

注: ( 1) 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2 ) + P ＜ 0. 1，* P ＜ 0. 05，＊＊P ＜
0. 01，＊＊＊P ＜ 0. 001。

对合并数据使用 OLS 模型在分析方法上有其局限性，既无法完全分解年

龄、时期、世代效应( 三者存在完全共线性问题) ，也没有处理数据本身的嵌套性

质( 年龄人嵌套于年) 。因此，笔者又使用分层 APC 模型( Yang ＆ Land，2013 ) ，

在分解年龄( Age) 、时期( Period) 、世代( Cohort) 效应的同时，直接检验人均 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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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长率、商品房平均价格、财产性收入差距这三个反映社会变迁的宏观变量对阶

层认同的影响( 参见 Smets ＆ Neundorf，2014; 梁玉成，2007 ) 。分层 APC 模型的

实质是年份与世代的交叉分类多层模型( cross-classified hierarchical model) ，将

每个样本视为嵌套于不同的年份和世代，其估计结果见表 5。

表 5 合并数据的 HAPC 模型( 上海，2005 －2013 年) N =2987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个人固定效应

教育
0. 020＊＊

( 0. 007)
0. 020＊＊

( 0. 007)
0. 020＊＊

( 0. 007)
0. 020＊＊

( 0. 007)
0. 021＊＊

( 0. 007)
0. 020＊＊

( 0. 007)

职业

商业服务业人员
0. 143＊＊

( 0. 044)
0. 151＊＊＊

( 0. 044)
0. 143＊＊

( 0. 044)
0. 143＊＊

( 0. 044)
0. 150＊＊＊

( 0. 044)
0. 146＊＊＊

( 0. 044)

办公或办事人员
0. 165＊＊＊

( 0. 040)
0. 166＊＊＊

( 0. 040)
0. 165＊＊＊

( 0. 040)
0. 165＊＊＊

( 0. 040)
0. 163＊＊＊

( 0. 040)
0. 163＊＊＊

( 0. 040)

专业技术人员
0. 148＊＊

( 0. 046)
0. 150＊＊＊

( 0. 046)
0. 147＊＊

( 0. 046)
0. 147＊＊

( 0. 046)
0. 148＊＊

( 0. 046)
0. 147＊＊

( 0. 046)

管理者或负责人
0. 214＊＊＊

( 0. 054)
0. 215＊＊＊

( 0. 054)
0. 214＊＊＊

( 0. 054)
0. 214＊＊＊

( 0. 054)
0. 218＊＊＊

( 0. 053)
0. 216＊＊＊

( 0. 054)

收入
0. 521＊＊＊

( 0. 027)
0. 521＊＊＊

( 0. 027)
0. 523＊＊＊

( 0. 027)
0. 523＊＊＊

( 0. 027)
0. 531＊＊＊

( 0. 027)
0. 527＊＊＊

( 0. 027)

住房
0. 076＊＊＊

( 0. 008)
0. 076＊＊＊

( 0. 008)
0. 076＊＊＊

( 0. 008)
0. 076＊＊＊

( 0. 008)

0. 000
( 0. 020)

0. 027
( 0. 025)

年龄
－ 0. 002
( 0. 002)

－ 0. 002
( 0. 002)

－ 0. 002
( 0. 002)

－ 0. 002
( 0. 002)

－ 0. 003
( 0. 002)

－ 0. 002
( 0. 002)

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年份固定效应

人均 GDP 增长率
13. 247＊＊＊

( 2. 310)
7. 954＊＊＊

( 1. 536)
11. 262＊＊＊

( 1. 012)
7. 857＊＊＊

( 1. 531)
11. 390＊＊＊

( 1. 013)

商品房平均价格
－ 0. 027＊＊＊

( 0. 006)
－ 0. 048＊＊＊

( 0. 008)

财产性收入差距
－ 0. 016＊＊＊

( 0. 004)
－ 0. 025＊＊＊

( 0. 006)

跨层交互效应

住房 × 商品房平均价格
0. 007＊＊＊

( 0. 002)

住房 × 财产性收入差距
0. 003*

( 0.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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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5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模型 6

方差

年份 0. 055 0. 004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世代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0. 000

个人 0. 548 0. 548 0. 548 0. 548 0. 544 0. 547

注: ( 1) 表中报告的是非标准化回归系数，括号中的数字是标准误。( 2 ) + P ＜ 0. 1，* P ＜ 0. 05，＊＊P ＜
0. 01，＊＊＊P ＜ 0. 001。

表 5 中的模型 1 是基准模型，分析显示，在控制客观地位变量对主观阶层地

位的显著影响后，年龄的主效应不显著，世代之间的方差几乎没有，年份之间的

方差为 0. 055，这与表 4 模型 2 的结果一致。模型 2 加入人均 GDP 增长率，发现

它的影响显著为正，同时年份之间的方差大幅下降。模型 3 同时加入人均 GDP

增长率和商品房平均价格，发现前者仍然正向显著，后者负向显著，年份之间的

方差几乎得到全部解释。模型 4 同时加入人均 GDP 增长率和财产性收入差距，

也发现前者正向显著、后者负向显著、年份之间的方差接近于零。这些结果表

明，经济发展显著提升了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但住房价格上涨、资产不平等扩

大却显著降低了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而这些宏观变量也基本解释了人们的主

观阶层地位在年份之间的变化。在房价上涨带动资产不平等日益扩大的经济社

会背景下，房产及其价值就自然成为人们评估自身阶层地位的一个越来越重要

的考量。为了更为直观地显示这个宏观—微观连带效应，笔者又分别加入了住

房与商品房平均价格的交互项( 模型 5 ) 和住房与财产性收入差距的交互项( 模

型 6) ，发现两者均为正向显著，意味着住房对人们阶层认同的影响确实随着住

房价格上涨和资产不平等扩大而上升。同时，由于大多数人都处于资产金字塔

的底部，这也就解释了人们平均的阶层认同为何会逐渐“向下偏移”。

五、走向一个资产决定时代?

本文以 1991 － 2013 年的上海为例，“全景式”地实证分析了中国城市居民阶

层认同决定模式的时代变迁。在市场化改革前夜的 1991 年，教育、职业、收入三

个经典的客观地位分层指标几乎都不对人们的主观阶层地位产生影响。正如当

时的学者所言，那是一个有( 小的) 阶层差别而无( 大的) 阶层意识的时代，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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脱离“短缺经济”和“消灭阶级差别”的影响( 边燕杰、卢汉龙，2002 ) 。当市场化

改革猛然唤醒人们的逐利之心后，历史的时针才刚刚指向 1996 年，就迎来了一

个收入吞噬教育和职业的影响、绝对性地主宰人们地位评价的时代。城市居民

的阶层认同好不容易到 2005 年建立了现代化国家常见的“多元决定”模式后，

又从 2008 年起开始崩塌。教育、职业的影响有所式微，收入的影响持续占据主

导，住房的影响迅速加强，最终在 2013 年演变为由收入和住房共同决定的新格

局。同时，伴随这种阶层认同决定模式的变迁，社会平均的主观阶层地位历年来

也出现了下降趋势。

陈光金( 2013) 和高勇( 2013) 都曾分析了中国人阶层认同决定模式的变化，

但前者的“生存焦虑论”并未明确指出人们在焦虑什么，后者的“参照系变动论”

虽然明确指出人们的参照系已经转移到对收入等市场机遇的占有，却又没有从

收入再延伸触及资产这个更为重要的市场机遇形式。全球不平等研究发现，财

产分配比收入分配更不平等，中国的发现也不例外( 参见李骏，2016 ) 。在收入

尤其是财产不平等日益扩大的背景下，中国人到底在焦虑什么、参照什么才导致

其主观阶层地位“向下偏移”是不言而喻的。经济不平等具有“分形不平等”的

特征，即无论在哪个层面上，都会重复发现同样广泛的不平等。例如，顶层 1%

的人与下面 99%的人之间的差距，大致等于顶层 0. 01%的人与下面 0. 99%的人

之间的差距，以及顶层 0. 0001%的人与下面 0. 0099%的人之间的差距( 海耶斯，

2017) 。因此，经济不平等越扩大，分形不平等越严重，人们就越有一种底层感或

弱势感。国内外研究已经发现收入不平等会降低人们的阶层认同，本研究进一

步发现，住房价格上涨和资产不平等扩大同样有负面作用。

其实，美国的早期研究早已关注了资产( 以是否拥有股票、债券、租赁财产

来测量) 对阶层认同的作用，但都没有发现它的独立影响。然而，那时的美国房

价还处于迅速上涨的前夜，整体的经济不平等还处于二战以来的低谷。待到豪

特( Hout，2007) 重回这一命题时，已然发现房产的显著作用，而这时美国的经济

不平等程度也已经重返二战之前的高位。皮凯蒂( 2014) 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全

球代表性国家长时段数据的系统收集和分析，为从资产不平等角度理解阶层认

同的变迁作了最好的备注。

正是在资产不平等日益走强这一宏观的经济社会变迁背景下，本研究还发

现，住房对阶层认同的影响有随时间而强化的趋势，相反，教育、职业、收入的影

响却有随时间而弱化的迹象。这不仅反映在年份的变化上，更体现在世代的变

化上。对中国社会以及美国社会 2005 年之前的研究都曾发现，收入对阶层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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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在上升 ( Hout，2007; 高勇，2013 ) ，但吉川和藤原 ( Kikkawa ＆ Fujihara，

2012) 以及本文对两国 2005 － 2010 年期间的研究却都发现，收入的影响在下降。

在资产不平等远超收入不平等的时代背景下，就对人们阶层认同的影响力而言，

( 住房所体现的) 资产重要性的上升和收入重要性的下降不难理解。

本文通过分析阶层认同及其决定模式的变迁，揭示出当资产不平等超越收

入不平等成为重大的经济社会问题时，它不可避免地会给人们的主观意识带来

负面影响。因此，政府和决策者应当高度重视和缓解资产不平等问题。由于英

美等发达国家先于中国面临这一问题，相关国际学者已经提出了各种建议，例如

皮凯蒂( 2014) 和其导师阿特金森( 2016) 在各自专著《21 世纪资本论》和《不平

等，我们能做什么》中不约而同地提出，要恢复和落实真正具有再分配意义的累

进所得税。笔者认为，鉴于我国的经济不平等重心已由收入转向财富并开始出

现代际传承迹象，要从调节不平等的程度和遏制不平等的传递两方面来着手应

对。调节不平等应同时在三次分配领域中展开: 在第一次分配领域，要切实提高

劳动而非资本的回报率; 在第二次分配领域，要真正实现税收和转移支付后收入

差距显著缩小的政策目标; 在第三次分配领域，要有效激发资本、社会组织、普通

公众参与慈善公益事业的积极性。遏制不平等的传递应尽快通过税收政策“组

合拳”来实施: 一是将原来对财产性所得等比例计征所得税改为累计税制，提高

对高净值人群财产性所得的计征比例; 二是加快推进房产税改革和立法，提高其

再分配效应，降低房产在财富差距中的重要程度; 三是适时推出遗产税和赠与

税，以对财富的代际转移进行调节，同时可通过相应的税收减免来引导经济精英

将财富投入慈善公益事业。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首先，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只来自于上海，虽然

上海作为全国经济中心和全球超大城市具有典型性，数据也有跨越上世纪末至

本世纪初的长时段优势，但上海毕竟不等于全国。其次，由于受数据局限，本研

究只是用住房产权和面积来作为资产的代理变量，没有直接使用房产价值，也没

有纳入股票、证券等其他资产形式，更没有涉及资产与权力的关系 ( 刘 欣，

2018) 。最后，本文的数据只截止到 2013 年，而众所周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

启动了全面深化改革，尤其是 2016 年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

一定位后，北上广深等特大城市的住宅商品房价格应声下跌并持续稳定。“加

快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被写进十九大报告，各

地政府加大提供共有产权住房、公共租赁住房、棚改安置住房等保障性住房，

2019 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也表示要稳步推进房产税立法。再加上国企高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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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酬改革、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等其他减少经济不平等的相关举措，这一轮全面深

化改革后上海乃至全国人民的阶层认同及其决定模式会发生什么变化，值得持

续观察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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